清初陆世仪对朱熹“理先气后”的诠释及其学术史价值——兼论冯友兰、唐君毅与牟宗三的诠释 by 乐爱国
清初陆世仪对朱熹“理先气后”的
诠释及其学术史价值
———兼论冯友兰、唐君毅与牟宗三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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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朱熹讲理气不离不杂，并进一步讲“理先气后”。明代蔡清不赞同朱熹讲理先气后，罗钦顺质疑朱熹的
“理与气决是二物”，实际上包含了对理先气后的否定。明末清初的陆世仪不同意蔡清、罗钦顺的观点，强调
朱熹既讲理气不离不杂、理在气中，又讲理先气后，并把理先气后诠释为“所以然在先”。现代学者冯友兰把
朱熹的理先气后诠释为“逻辑在先”，唐君毅诠释为“形上之先”，牟宗三诠释为“形而上的先在”。这实际上
构成了围绕着朱熹的理先气后而展开的学术脉络，其中，陆世仪的诠释承前启后，开现代诠释理先气后之先
河。分析陆世仪、冯友兰、唐君毅、牟宗三的诠释及其间的异同，有助于对朱熹的理先气后作出更深入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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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气先后问题是现代朱熹哲学研究的重要问题之一。朱熹既讲理气不离不杂，又讲理先
气后。对此，冯友兰以为朱熹的理先气后是“逻辑在先”。这一观点对学术界影响很大。唐君
毅、牟宗三则不同意冯友兰的观点，而认为朱熹的理先气后是“形上在先”。然而，无论是冯友
兰，还是唐君毅、牟宗三，他们的观点至少可以追溯到明末清初陆世仪对于朱熹的理先气后的
诠释。陆世仪(1611—1672)，字道威，号刚斋，又号桴亭，江苏太仓人，“谨守程朱家法，以格致
诚正、修齐治平为程，以居敬穷理、省察克治为功夫”，①著作主要有《思辨录辑要》《论学酬答》
《桴亭先生文集》等。陆世仪之学，“主于身体力行，不尚空知空论，其辨晰物理，至精至实。举
凡天文、地理、礼乐、农桑、井田、学校、封建、郡县、河渠、贡赋、战阵、刑罚、荐举、科目、乡饮、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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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祭祀、丧纪，非惟考核之详明，实乃体认之精审”，①因而受到学术界重视的是其经世致用之
实学。或许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他对于性理之学的精深研究却往往被忽视。尤其是他对于朱
熹的理先气后的诠释，认为就“物物之前而推其所以然”而言，“理先于气”;就“物物之中而指
其所当然”而言，“理在气中”，即理气不离不杂。这一诠释依据朱熹所谓“所以然”与“所当
然”的统一，把理先气后与理在气中的思想统为一体，达到了很高的理论水平。从学术思想史
的角度看，陆世仪的诠释，以及后来冯友兰和唐君毅、牟宗三的诠释，实际上构建了一条围绕着
朱熹的理先气后而展开的学术脉络。分析陆世仪、冯友兰、唐君毅、牟宗三的诠释及其相互之
间的异同，有助于对朱熹的理先气后作出更为深入的诠释。
一、问题的提出
朱熹讨论理气关系，既讲理气不离不杂又讲理先气后。宋淳熙四年丁酉(1177)，朱熹撰
《孟子或问》既认为“理也者，形而上者也;气也者，器也，形而下者也”，又说:“以本体言之，则
有是理，然后有是气，而理之所以行，又必因气以为质也。”②这里所谓“有是理，然后有是气”，
就是讲理先气后。朱熹还说:“所谓理与气，此决是二物，但在物上看，则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各
在一处，然不害二物之各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则虽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
已，未尝实有是物也。”③这里既讲理与气“决是二物”，又讲“二物浑沦不可分开”，即所谓理气
不离不杂。据《朱子语类》载，问:“先有理，抑先有气?”曰:“理未尝离乎气。然理形而上者，气
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岂无先后!”或问:“必有是理，然后有是气，如何?”曰:“此本无先后
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别为一物，即存乎是气之中;无是气，
则是理亦无挂搭处。”④这里既讲“先有是理”，即理先气后，又讲理“存乎是气之中”，即理在气
中、理气不离不杂。显然，在朱熹看来，理与气“决是二物”，但又不相分离;讲理先气后与讲理
气不离不杂、理在气中，二者是统一的。据《朱子语类》载，或问先有理后有气之说。曰:“不消
如此说。而今知得他合下是先有理，后有气邪;后有理，先有气邪?皆不可得而推究。然以意
度之，则疑此气是依傍这理行。及此气之聚，则理亦在焉。盖气则能凝结造作，理却无情意，无
计度，无造作。只此气凝聚处，理便在其中。”⑤朱熹认为，理气不离不杂而理在气中，所谓理先
气后是指“气是依傍这理行”，即气“依傍”其中的理而行;只是就理气不离不杂、理在气中的意
义上，才能讲理先气后。
朱熹不仅讲理先气后还讲“理生气”。他在解读周敦颐《太极图说》所谓“太极动而生阳”
“静而生阴”时说:“‘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即太极之动，静即太极之静。动而后生阳，静而
后生阴，生此阴阳之气。”⑥还说:“有是理后生是气，自‘一阴一阳之谓道＇推来。”⑦“太极生阴
阳，理生气也。阴阳既生，则太极在其中，理复在气之内也。”⑧同时他强调:“气虽是理之所生，
然既生出，则理管他不得。如这理寓于气了，日用间运用都由这个气，只是气强理弱。”⑨当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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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讲“理生气”“气强理弱”，都是就理气不离不杂、理在气中的意义上而言。
明代蔡清(1453—1509，字介夫，号虚斋)不赞同朱熹讲理先气后以及“理生气”。他说:
“以愚管见论之，尽六合皆气也，理则只是此气之理耳。先儒必先有理而后有气及理生气之
说，愚实有所未解。”①他还说:“盖实有是物，则实有是气;实有是气，则实有是理。盈天地间一
气，机之屈伸往来而不已焉，此即理之所在也。”②所以，他认为理与气、太极与阴阳不可彼此分
离。他说:“盖分理与气，则理为精，气为粗，所谓形而上、形而下也。太极者二气之本体，二气
者太极之支分，是太极为本，二气为末也。所以无彼此者，盖精而本者，实包举乎粗，而末者其
粗;而末者，实皆精而本者之所在耳，故曰无彼此也。”③显然，蔡清过度强调理气不相分离，而
没有看到理与气“决是二物”，因此无法理解朱熹所谓的理先气后以及“理生气”。
稍后的罗钦顺(1465—1547，字允升，号整庵)反对朱熹所谓“理与气决是二物”，并明确提
出“理气为一物”。④ 他说:“盖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气本一也，而一动一静，一往一
来，一阖一辟，一升一降，循环无已。……千条万绪，纷纭胶轕而卒不可乱，有莫知其所以然而
然，是即所谓理也。初非别有一物，依于气而立，附于气以行也。”⑤还说:“尝窃以为，气之聚便
是聚之理，气之散便是散之理，惟其有聚有散，是乃所谓理也。推之造化之消长，事物之终始，
莫不皆然。”⑥他赞同程颢解《易传·系辞》“一阴一阳之谓道”所言“阴阳亦形而下者也，而曰
道者，惟此语截得上下最分明，元来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识之也”，而认为程颐和朱熹所言
“似乎小有未合”。他说:“所谓叔子小有未合者，刘元承记其语有云‘所以阴阳者道＇，又云‘所
以阖辟者道＇，窃详‘所以＇二字，固指言形而上者，然未免微有二物之嫌。以伯子‘元来只此是道＇
之语观之，自见浑然之妙，似不须更着‘所以＇字也。所谓朱子小有未合者，盖其言有云‘理与气
决是二物＇，又云‘气强理弱＇，又云‘若无此气，则此理如何顿放＇，似此类颇多。”⑦需要指出的是，
罗钦顺反对朱熹所谓“理与气决是二物”，实际上包含了对理先气后的否定，因为朱熹讲理先
气后就是以“理与气决是二物”为前提。
蔡清、罗钦顺是明代朱子学的阐发者。清代学者李光地认为，蔡清是明代重要的“尽心于
朱子之学者”。⑧ 现代学者容肇祖认为，罗钦顺的思想是“承着程朱的遗说”，是“朱学的后
劲”。⑨ 他们推崇朱熹学说，强调理气的不可分离，但是却对朱熹所谓“理先气后”以及“理与
气决是二物”提出质疑，无法将理先气后与理气不离不杂、理在气中统一起来，实际上与朱熹
的理气论不相一致。直到明末清初的陆世仪，这一理论问题才得以解决。
二、陆世仪的“所以然在先”
陆世仪不同意蔡清对朱熹所谓“理先气后”的质疑。他说:“理气二者原不可分，先儒之说
甚多，无有出此者。朱子独谓‘必先有是理而后有是气＇，予向来体认不得其解。近谓蔡虚斋
《蒙引》，恍然有会于朱子之言，而知虚斋之说有未畅也。虚斋之言曰，理气是一齐有的。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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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就天道本体言，然天道本体岂容无气?此就天地已生后论矣。朱子谓理先于气，是就天地未
生前论。”①陆世仪认为，蔡清讲理气不可分离、不分先后，是就天地已生成后而言;朱熹讲理先
于气，是就天地未生成前而言。他还认为，在天地生成时，必先有轻清上浮、重浊下降之理，而
后有轻清之气上浮为天，重浊之气降而为地。
同时，陆世仪也不同意罗钦顺对朱熹所谓“理与气决是二物”的质疑。他说:“罗整庵论理
气，以程伯子‘原来只此是道＇一语为定论，以伊川‘所以阴阳者道＇为渐有二物之嫌，又以朱子
‘一阴一阳往来不息即是道＇之语为直截，而以‘理与气决是二物＇‘气强理弱＇与‘若无此气，则此
理如何顿放＇之语为未合。以予观之，程子、朱子之言皆是，整庵之见犹有未到也。盖气只是阴
阳，理只是太极，太极不离乎阴阳，亦不杂乎阴阳。明道‘原来只此是道＇之语与朱子‘阴阳不息
即是道＇，是说不离阴阳之太极;伊川‘所以阴阳者道＇与朱子‘理与气决是二物＇云云，是说不杂阴
阳之太极。整庵疑是知其一，不知其二也。”②显然，陆世仪强调要从太极与阴阳、理与气的不
离不杂理解朱熹的“理与气决是二物”，这就是他所谓:“就不杂阴阳之太极言，理气是二物;就
不离太极之阴阳言，理气亦是二物。此处看得明白，方是学问。”③
由此可见，陆世仪非常强调朱熹既讲理气不离不杂，又讲理先气后。他还说:“朱子论《太
极图》，有统体之太极，物物之太极，二语甚妙。……二太极似无不同，然而有不同者。统体太
极是就物物之前而推其所以然，朱子所谓必先有是理然后有是气，理先于气也。物物太极是就
物物之中而指其所当然，朱子所谓既有是气即有是理，理在气中也。二太极煞有不同，须要细
心体认。”④在陆世仪看来，朱熹的太极可以从两个层面看，就具体物而言，物物各具有太极;就
总体而言，统体有一太极。这就是朱熹所言:“盖合而言之，万物统体一太极也;分而言之，一
物各具一太极也。”⑤陆世仪认为，物物之太极，指物物之中的“所当然”———理在气中;统体之
太极，指物物之先的“所以然”———理先气后。陆世仪还以周敦颐《太极图》为例，就统体之太
极与物物之太极的关系作出说明，指出:“粗看《太极图》，若顶上一圈便是统体之太极，阴阳中
间一圈便是物物之太极。若细看，则有数层，顶上一圈是生阴生阳之所以然也，统体之太极也;
阴阳中间之一圈是阴阳各有一所当然也，物物之太极也。若以阴阳对五行而看，则阴阳一圈是
五行之所以然统体之太极也;五行各一圈是又五行各有一所当然物物之太极也。下面妙合而
凝之一圈是成男成女之所以然统体之太极也;成男成女之一圈是男女各有一所当然物物之太
极也。以男女对万物而观，则男女一圈是人生人、物生物，万物之所以然统体之太极也;万物一
圈是既生人、既生物而万物各有一所当然物物之太极也。须要细细认得，细细分别得一而二、
二而一才妙。”⑥也就是说，在《太极图》中，每一圈都是下一圈的统体之太极，而且除最顶上的
太极一圈外，阴阳、五行、男女、万物各圈又都有各自的太极。换言之，就事物的存在而言，每一
事物中都有各自的“所当然物物之太极”，这就是理在气中;就事物的生成而言，每一事物之先
又都有生成该事物的“所以然统体之太极”，这就是理先气后。
朱熹把“太极”诠释为“理”，并且指出:“至于天下之物，则必各有所以然之故，与其所当然
之则，所谓理也。”⑦把“理”界定为“所当然而不容已，与其所以然而不可易者”，⑧即“所以然之
故”和“所当然之则”两个方面。关于“所当然之则”与“所以然之故”，据《朱子语类》载，问:
“《或问》，物有当然之则，亦必有所以然之故，如何?”曰:“如事亲当孝，事兄当弟之类，便是当
然之则。然事亲如何却须要孝，从兄如何却须要弟，此即所以然之故。如程子云:‘天所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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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所以厚。＇若只言天之高，地之厚，则不是论其所以然矣。”①在朱熹看来，“事亲当孝，事兄当
弟”“天之高，地之厚”，这是当然之理;“事亲如何却须要孝，从兄如何却须要弟”“天所以高，
地所以厚”，这是所以然之理。朱熹又说:“天下万物，当然之则，便是理;所以然底，便是原头
处。”②“知事物之当然者，只是某事知得是如此。某事知得是如此，到知其所以然，则又上面见
得一截。”③可见，所以然之理是当然之理之所以“当然”之理，是较当然之理更为“原头处”、更
为形而上的“事物所以当然之故”。④朱熹讲“所以然”与“所当然”，但并没有明确将此与理先
气后联系起来。然而，在朱熹那里，所以然之理较当然之理更为“原头处”、更为形而上，而且
朱熹认为，讲理先气后是因为“欲推其所从来，则须说先有是理”，所以陆世仪以事物存在的
“所当然”而言理在气中，以事物生成的“所以然”而言理先气后，有一定的合理之处。由此，或
可以把陆世仪这一对朱熹的理先气后的诠释称为“所以然在先”。
需要指出的是，在朱熹那里，无论是“所当然”还是“所以然”，它们相互统一，又都在气中。
陆世仪说:“太极在阴阳之先，在阴阳之中，只不在阴阳之外。在阴阳之先者，统体之太极也，
不杂之太极也，必先有是理然后有是气也，所以然之理也。在阴阳之中者，物物之太极也，不离
之太极也，既有是气即有是理也，所当然之理也。”⑤又说:“太极在阴阳之先者，似乎在阴阳之
外。然此只是即阴阳而推其所以然。如阴阳之一动一静，气也，然必先有动静之理而后动静，
此之谓所以然也。所以然只就阴阳上推出，原不离阴阳，不是另有一个太极在前生出阴阳
来。”⑥首先，在陆世仪看来，朱熹讲理先气后，是就“所以然之理”而言，并非讲理在气外;其次，
朱熹讲理先气后，又须讲理在气中，这是就“所当然之理”而言;讲理先气后，“只是即阴阳而推
其所以然”“不是另有一个太极在前生出阴阳来”。这就是朱熹所谓:“‘无极而太极＇，不是说
有个物事光辉辉地在那里。只是说这里当初皆无一物，只有此理而已。既有此理，便有此气;
既有此气，便分阴阳，以此生许多物事。”⑦因此，理先气后，并非理在气外，而是与理在气中相
统一。这就是陆世仪所谓:“先儒论理气，既曰理在气中，又曰理先于气;既曰即气是理，又曰
理与气决是二物。凡此等处，俱要看得历历分明，绝无分毫窒碍，方是学问。”⑧
陆世仪之后，李光地(1642—1718，字晋卿，号厚庵，别号榕村)也对蔡清、罗钦顺的理气论
提出批评，认为他们“总是理气先后不分明”，而且还指出:“先有理而后有气，不是今日有了
理，明日才有气。如形而上者为道，形而下者为器，岂判然分作两截?只是论等级，毕竟道属
上，器属下;论层次，毕竟理在先，气在后。理能生气，气不能生理。……理气固不可分作两截，
然岂得谓无先后?”⑨在李光地看来，朱熹讲理先气后，不是将理与气相分离，而只是将二者相
区别，就形而上、下而言，就“理能生气，气不能生理”而言。然而，李光地并没有就形而上、下
与理先气后的关系以及“理能生气，气不能生理”作出更为深入的分析和阐释。
三、从冯友兰的“逻辑在先”到唐君毅、牟宗三的“形上在先”
现代朱熹哲学研究起始于民国前后，且不少学者依据朱熹所谓“理气决是二物”，把他的
哲学归于理气二元论。与此同时，又有学者依据朱熹所谓“理先气后”，把他的哲学归于理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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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论。① 1932 年，冯友兰发表的《朱熹哲学》把朱熹的“理”和“气”分别诠释为古希腊哲学中的
“形式”(Form)和“材质”(Matter)，对朱熹的理先气后作出解释，指出:“盖依事实言，则有理即
有气，所谓‘动静无端，阴阳无始＇;若就逻辑言，则‘须说先有是理＇。盖理为超时空而永存者;气
则为在时空而变化者。就此点言，必‘须说先有是理＇。”②同年，冯友兰讨论了“要造飞机，须先
明飞机之理”“当人未明飞机之理之时，此理是不是已经有了”“造飞机者必依照飞机之理，具
体的飞机，方能造成”诸如此类问题，以论证朱熹所谓“凡天下之物，莫不有理”，③实际上是对
朱熹的理先气后作了论证。这些观点后来纳入 1934 年的冯友兰《中国哲学史》中，表述为:
“就朱子之系统言，一理必在其个体事例之先，盖若无此理，即不必有此个体事例也。至于理
与普通的气为有之先后，则须自两方面言之:盖依事实言，则有理即有气，所谓‘动静无端，阴
阳无始＇;若就逻辑言，则‘须说先有是理＇。盖理为超时空而不变者，气则为在时空而变化者。
就此点言，必‘须说先有是理＇。”④认为在朱熹那里，依事实言，理气不可分;就逻辑言，理先气
后。这就是所谓的“逻辑在先”。直至冯友兰晚年撰写《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五册)依然持这
样的观点，并作进一步解释，指出:“就存在说，理气是互相依存的，……无始无终的，就存在
说，理、气先后问题就没有意义了。但朱熹仍然认为，照理论上说应该还是理先气后，他认为理
是比较根本的。就这一点说，先后问题就是本末问题，理是本，气是末;也就是轻重问题，理为
重，气为轻。本和重在先，轻和末在后，这样的在先就是所谓逻辑的在先。”⑤
1947 年，唐君毅发表《朱子理气关系论疏释(一名朱子道德形上学之进路)》，反对“逻辑
在先”，主张“就朱子本人之言与意所谓形上之先以释理之先”，用“形上之先”诠释朱熹的“理
先气后”，还说:“所谓形上之先者，以今语释之，即在宇宙之根本真实之意义上，理为超乎形以
上之最根本之真实，而气则根据理之真实性而有其形以内之真实性者。……朱子所谓理先气
后，唯是谓理之真实性之肯定先于气之真实性之肯定，气之真实性根据于理之真实性。”⑥在唐
君毅看来，朱熹的“理先气后”讲的是理之真实性先于气之真实性，即所谓“形上在先”。他于
1966 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原论·导论篇》对早年提出的“形上在先”作了肯定，指出:“该文于
理先气后之说明，则首取证于人之道德生活中，恒是先知一当然之理，而后志气随之，以证理之
呈现于先，气之随从于后。……由此以言万物之生，自亦当是有生生之理为导于先，乃有生生
之事生生之气，随之于后，故此先后乃形而上之先后云云。该文虽语有未莹洁，然迄今二十年，
吾仍持旧日之见。”⑦还说:“朱子所谓理先气后，初唯是形而上之先后，非逻辑上之先后;而吾
人亦复当首在道德生活中，人之志气，随其所知之当然之理而起处，先有所取证，进以观彼万物
之生生，皆是以上一层次之生生之理为导于先，生生之事、生生之气，随之于后。”⑧不仅讲“理
之呈现于先，气之随从于后”，还讲由“生生之理”导出“生生之气”。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对
于朱熹的理先气后，唐君毅虽然不赞同以“逻辑上之先后”以及“时间上之先后”加以诠释，而
主张以“形上学之先后”的诠释，但是又说:“此中所谓形而上之先后，亦可包括宽泛义之逻辑
上之先后，以及一义上时间之先后。”⑨他认为，气“为理之表现之气”，理为气之内涵，“既包括
此理，即预设此理，故可说理在逻辑上先于此气”。他又认为，气在流行之历程中，依理而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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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可分成先后之段落，而先后之段落“同根于一统体之理”，但前一段落之气的理，先于后一
段落的气;这种理先于气的时间上之在先之义，“方可引申出逻辑上及形而上之在先之义”。①
牟宗三于 1968、1969 年出版的《心体与性体》也把朱熹的“理先气后”诠释为“形而上的先
在”，指出:“理先气后，此无问题。‘先＇只是本义。本当该先在。此先在不只是逻辑的先在，而
且是形而上的先在。”②在牟宗三看来，朱熹的“理”不是“现象学的、描述的所以然，物理的、形
而下的所以然，内在于自然自身之同质同层的所以然”，而是“形而上的、超越的、本体论的、推
证的、异质异层的‘所以然之理＇”“超越地、静态地、形式地说明其存在，不是内在地、实际地说
明其征象”，此“所以然之理”即曰“存在之理”(Principle of Existence)，亦曰“实现之理”(Prin-
ciple of Actualization)。③ 牟宗三认为朱熹的理先气后的“先”只是本义，就是指“形而上的、超
越的、本体论的、推证的、异质异层的‘所以然之理＇”本身就是在先的。需要指出的是，牟宗三
特别强调朱熹的“理”是静态的“只存有而不活动”之理，与唐君毅所谓动态的“生生之理”完
全不同。所以，牟宗三不仅像唐君毅那样讲理的超越性，还讲这种超越是静态的超越。这就是
他所谓“理只是静态地在‘气之然＇背后以超越地定然之与规律之，但不能动态地创生之、妙运
之、鼓舞之(所谓‘鼓之舞之以尽神＇)”。④同时，牟宗三还认为，朱熹的“理”不仅“只是在‘气之
存在之然＇背后而超越地、静态地定然之”，而且亦即“存有论地主宰而定然之”。这种“主宰”
是“在气背后静态而超越地主宰而定然之”，不是“‘即活动即存有＇之实体创生之，妙运之，因而
有气化动静之相生不息之大用，这一动态地实现之、定然之之关系”，⑤而是“依傍这理而气始
有合度之生化”。⑥
牟宗三不仅把朱熹的理先气后诠释为“形而上的先在”，而且还强调“本当该先在”。他指
出:“‘不可易＇固是定然义，即‘当然而不容己＇亦是定然义。‘所以然＇是就‘然＇向后推说。有所
以然之理使之如此，即是有理使之为定然而不可易地如此。‘当然＇是就理向前看说。以理观
存在之然，则存在之然皆是合下定须如此，必须如此(形而上地必然的)，此即所谓‘当然而不
容己＇。”⑦这里所谓“定须如此，必须如此”，不仅是指朱熹的理为“所当然而不容己，与其所以
然而不可易”，而且也是指朱熹的理先气后“本当该先在”。
四、结 论
朱熹讲“理与气决是二物”，但又不相分离，并由此进一步讲理先气后。明代蔡清片面强
调理气的不可分离，因而不赞同朱熹讲理先气后;罗钦顺则对朱熹的“理与气决是二物”提出
质疑，实际上包含了对于理先气后的否定。明末清初的陆世仪不同意蔡清、罗钦顺的观点，强
调朱熹既讲理气不离不杂、理在气中，又讲理先气后，并在朱熹解周敦颐《太极图》的框架中把
理在气中诠释为“所当然”，把理先气后诠释为“所以然”，即所谓“所以然在先”。稍后的李光
地强调就形而上、下而言理先气后，但并没有作出较陆世仪更为深入的分析和阐释。现代学者
冯友兰把朱熹的理先气后诠释为“逻辑在先”，唐君毅诠释为“形上之先”，与此相似，牟宗三诠
释为“形而上的先在”。这实际上构成了围绕着朱熹的理先气后而展开的学术脉络，在这一脉
络中，陆世仪的诠释承前启后，或可谓开现代诠释理先气后之先河。
首先，陆世仪对于理先气后的诠释，是朱熹之后明清时期最为重要的正面诠释。朱熹既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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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气不离不杂又讲理先气后，但明代的蔡清、罗钦顺强调理气的不相分离，而否定理气不相杂
而有先后，直到陆世仪依据朱熹对周敦颐《太极图》的解说，通过对朱熹所谓“所以然”与“所当
然”的分析，以每一事物中都有各自的“所当然物物之太极”诠释理在气中，以每一事物之先又
都有生成该事物的“所以然统体之太极”诠释理先气后，这才对朱熹既讲理气不离不杂又讲理
先气后做出了比较完满的诠释，把理在气中与理先气后统一起来，在对朱熹的理气关系的诠释
上，达到了很高的理论水平。
其次，陆世仪对理先气后的诠释，依据朱熹对周敦颐《太极图》的解说，以每一事物之先又
都有生成该事物的“所以然统体之太极”，强调理与气的所以然的先后关系。在现代对朱熹的
理先气后的诠释中，冯友兰通过将朱熹的理与气对应于古希腊哲学中的“形式”和“材质”，强
调二者的逻辑先后关系，即理是气的逻辑的所以然之理，进而把理先气后诠释为“逻辑在先”。
这与陆世仪把朱熹的理先气后之“理”诠释为“所以然统体之太极”，就都讲“所以然”而言，在
内涵上或有一定的相似之处，表明陆世仪对理先气后的诠释包含了能够推演出冯友兰“逻辑
在先”的可能性。当然，冯友兰讲“逻辑在先”要比陆世仪的“所以然在先”更具有现代逻辑的
内涵，因而也更为严密和深入。
再次，陆世仪依据朱熹对周敦颐《太极图》的解说而做出的对理先气后的诠释，其中所涉
及的所以然的先后关系，又不是一般事物之间的关系，而是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理先气后关系。
唐君毅、牟宗三通过对冯友兰所谓“逻辑在先”的分析批评，把理先气后诠释为“形上在先”，并
作了深入的分析和阐述。唐君毅认为，“形上之先”讲的是理之真实性先于气之真实性，由“生
生之理”导出“生生之气”，而且包括“宽泛义之逻辑上之先后，以及一义上时间之先后”。牟宗
三认为，朱熹的理先气后，作为“形而上的先在”“只是本义，本当该先在”，而且这个“先在”表
现于“理只是静态地在‘气之然＇背后以超越地定然之与规律之”以及“在气背后静态而超越地
主宰而定然之”。唐君毅、牟宗三的诠释虽然存在着动态之理与静态之理的差异，但都是以形
而上、下而言理先气后，讲“形上在先”。应当说，无论是唐君毅、牟宗三对理先气后的诠释，还
是陆世仪的诠释，就他们都讲形而上与形而下的理先气后关系而言，其中似有一定的相通之
处。当然，唐君毅、牟宗三对于理的动静、“形上在先”的内涵以及理对于气的“超越”及其作
用，作了更为深入的哲学分析和阐明。同时，他们以形而上、下而言理先气后，讲“形上在先”，
与冯友兰的“逻辑在先”相比，又存在着理论层次上的差异。
由此可见，在现代朱子学研究中，冯友兰把朱熹的理先气后诠释为“逻辑在先”，继后，唐
君毅、牟宗三诠释为“形上在先”，虽然尚未有证据能够证明他们的观点直接来源于清代陆世
仪的“所以然在先”，但是从学术思想史的角度看，冯友兰的“逻辑在先”与陆世仪的“所以然在
先”，无论在学理上还是在论证方式上，都具有一定的相似之处。与此同时，唐君毅、牟宗三把
朱熹的理先气后诠释为“形上在先”，与陆世仪的“所以然在先”以形而上、下而言理先气后，也
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从这个意义上说，陆世仪的“所以然在先”已经具有现代学术诠释理先气
后的基本特点，确有开现代诠释理先气后之先河的意味。继后，又有冯友兰的“逻辑在先”，唐
君毅的“形上之先”和牟宗三的“形而上的先在”，展现了一条前后贯通的学术脉络。
对于朱熹的理气先后的诠释是现代朱熹哲学研究的重要工作之一。分析陆世仪、冯友兰、
唐君毅、牟宗三的诠释及其相互之间的异同，并考察由此而构成的学术发展脉络，其目的在于
以此为基础对朱熹的理先气后作出更为深入的诠释，从而推动朱熹哲学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责任编辑:郑珊珊 廖先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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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 Shiyi＇s Interpretation of Zhu Xi＇s“Li First and Qi Next”in the
Early Qing Dynasty and Its Values in Academic History
——— A Comment on the Interpretation from Feng Youlan，Tang Junyi and Mou
Zongsan Ｒespectively
Le Aiguo
Zhu Xi spoke about no separation between li and qi and further interpreted“li first and qi
next”． In the Ming dynasty，Cai Qing disagreed to Zhu Xi＇s“li first and qi next”;Luo Qinshun
questioned Zhu Xi＇s idea of“li and qi are definitely two matters”，which was thought to be against
his concept of“li first and qi next”． In the late Ming and early Qing Dynasties，Lu Shiyi disagreed
with Cai Qing and Luo Qinshun and stressed that Zhu Xi had not only spoken about no separation of
li and qi and li in qi but also about“li first and qi next”，thus interpreting it as“the reason lying a-
head”． Feng Youlan，a modern scholar，explained Zhu Xi＇s“li first and qi next”as“Logic lying a-
head”and Tang Junyi regarded it as“metaphysics the first”;similarly，Mou Zongsan explained it as
“metaphysical preexistence”． All these have actually constituted a sequence of academic thoughts on
Zhu Xi＇s“li first and qi next”． In this sequence of thoughts，Lu Shiyi＇s explanation serves as a link
between predecessors and descendents，?creating a precedent for a modern interpretation of“li first
and qi next”． This analysis on the interpretation from Lu Shiyi，Feng Youlan，Tang Junyi and Mou
Zongsan respectively and its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among them is helpful to deeper explanation
of Zhu Xi＇s theory of“li first and qi next”．
Indigenous Innovation and System Establishment of
Economics since the Ｒeform and Opening － up
———A Ｒeview on Literature of Chinese Scholars Based on Top － Ｒanking
International Economic Journals
Zhang Yaguang
By sorting out data from five top international journals in the field of economics in 1978 － 2017，
the paper makes an emphatic analysis on contexts in literature by Chinese representative economists
to demonstrate from indirect sources the process of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of Chinese economic
disciplines since the reform and opening － up． Chinese scholars in economics were active partici-
pants in this process． They paid high attention to the experience and enlightenment in the practice of
China＇s reform and opening － up and were adept in providing innovative and constructive solutions at
a critical point;they also attached great importance to establishing a disciplinary and theoretical sys-
tem with Chinese style and in Chinese manner，having promoted the innovation of research paradigm
and content of Chinese economic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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